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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吴凯杰

　 　 内容提要: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政策探索正在引发环境法体系的变革,亟需厘清环境

健康制度的价值定位并实现体系化完善。 在 2014 年《环境保护法》修改之后,环境法体

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追求日益清晰,包括公众健康利益较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

他环境公益应具有相对优先地位,以及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应树立预防理念等等。 由于现

行环境法在规制理念、规制模式、规制结构等方面不适应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等需求,
因此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实现价值与

制度的全面融合。 为充分表达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

点建立分类确定保护级别制度以及全过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并采用“总则共通性规

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结构,综合协调现行环境法制度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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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凯杰,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公众环境健康风险无处不在。 环境健康风险是指人类活动或

自然活动作用于环境媒介,并通过环境迁移、转化,最终损害公众人体健康的一种风险。
它的因果关联表现为“人类 / 自然活动—环境介质—人体健康”。〔 1 〕 能够引发环境健康

风险的环境致病因素包括化学性因素(有毒气体、重金属、农药、花费和其他化学品)、物
理性因素(噪声、振动、放射性物质和电磁波辐射等) 和生物性因素(细菌、病菌和虫卵

等),其中化学性污染因素至少占 90%以上。〔 2 〕 为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国家已采取一系

列政策加强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工作。 早在 2007 年,卫生部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联合

十六个部委局共同颁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要求成立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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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五一、张世秋著:《环境与健康:跨学科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 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 3 〕 此后,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设专章明确要求“加强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理”,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持

续发布“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
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政策探索正在引发环境法体系的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法

体系的“健康缺位”问题饱受诟病。〔 4 〕 作为我国的环境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在 2014 年

修改前仅在第 1 条立法目的条款提及“保障人体健康”,并未规定具体制度,其余环境单

行法更是鲜有对“健康”的直接表述。 2014 年《环境保护法》将立法目的条款的“保障人

体健康”改为“保障公众健康”,开始凸显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必要性,并在修订草案中增

加了第 39 条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 此后,2015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2017 年《水污

染防治法》和 2018 年《土壤污染防治法》陆续将“保障公众健康”或“维护公众健康”确立

为立法目的。 虽然目前环境法体系的“健康缺位”问题已在立法目的层面上得到改善,但
公众健康保护在多元环境法价值中的定位并不明晰、在现行环境法制度中的体现依然比

较有限,尚未实现目的价值与法律制度相互融合的“健康到位”状态。
与政策不同,法律的创制需要考虑与既有法律的分工与协调,在法律体系的整体背景

下考虑价值理念的规范表达。〔 5 〕 在价值层面上,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不仅要妥当应对环境

公共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也要处理好保护公众健康利益与保护生态环

境本身等其他环境公益的相互关系,〔 6 〕 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因此识别与衡量不同

利益是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与基础。〔 7 〕 在规范层面上,公众健康利益保护是环境法的基

本价值,而非仅适用于特定环境法领域或特定环境法制度的特殊价值,故而需要考虑如何

在既有的环境法体系中融入公众健康利益保护。 现行《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环境健

康风险评估制度,但未能明确该制度与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许可等现

行环境法制度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动各项制度形成维护公众健康利益的合力。
现有的环境法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律应对及其比较法考察,〔 8 〕 但

主要局限于单一制度或单行立法视角,缺乏在体系整体视角下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审

视。〔 9 〕 环境法典编纂为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体系化表达提供了立法契机,其中总则编将

提供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与综合性规范,〔10〕 污染控制编则明确以“保障公众健康”为

·521·

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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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11〕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讨论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的价值追

求,并探讨现行环境法制度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局限性与突破方向,以及如何通过环境法

典编纂实现价值与制度的有机融合。

二　 环境法对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的价值追求

虽然维护公众健康利益是现行《环境保护法》确认的基本价值,但并非环境法体系唯

一的基本价值。 2014 年《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目的条款中增加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 年《宪法》则在序言中增加了有关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内

容,这意味着环境法体系不仅要保障公众健康,还要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同时协调经济社

会发展。 但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冲突自不待言,公众健康保护与生态环境

本身的保护也并非总是同向而行,在规范表达时必然面临不同利益的价值权衡问题。 据

此,必须结合环境法的其他基本价值明确公众健康利益的价值定位,方可为规范表达提供

符合体系整体发展需求的价值指引。

(一)环境法体系中的公众健康利益

在环境法体系中,公众健康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环境公共利益的独立内涵,这首先来

源于“环境健康损害”的独立事实特性。 污染物质进入环境的损害后果并不止于大气、水
体、土壤等生态环境要素本身,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迁移转化导致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但
生态环境损害与人体健康损害并不必然同时发生。 环境污染即便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也
不一定会造成健康损害,只有人群暴露于受污染的环境中达到一定的时间或剂量,才可能

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反之亦然,环境污染即使未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依然可能导致健

康损害。 以土壤污染为例,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等危险因素和化学因素影响,其上所生产

的农产品可能含过量重金属,这些农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但重金属污染对

土壤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并不显著。 因此,能够有效预防土壤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规制

措施并不必然能够同时预防因土壤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
随着对环境健康损害独立性认识的逐渐加深,现行环境法体系正在确立公众健康利

益保护的独立价值追求。 长期以来,作为与污染防治目标紧密相连的核心制度,环境质量

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均未明确将公众健康利益作为标准制定的独立考量因素,〔12〕

导致环境标准制度陷入“只见环境不见人”的尴尬境地。 2015 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 8 条首次明确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应当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宗旨,并在第 32 条

规定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公众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此后,2017 年修改的《水

污染防治法》同样在第 32 条规定了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公众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可见立法者逐渐认识到:“法律监管需以公众健康为起点向污染源‘反推’,即根本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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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众健康;为实现健康保障的目标,需要改善环境质量;为改善环境质量,需要控制污

染物排放总量和削减污染源排放水平。” 〔13〕

作为独立的价值追求,公众健康利益保护相较于其他环境法价值的权重对环境法体

系的规范设计具有显著影响。 美国环境法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我们更重视人类接触

有毒物质的风险而不是保护其他物种,我们将对有毒物质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如果我们

的目标是确保水体满足垂钓与游泳功能,而非为所有水生生物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我们

将制定不同的水体质量标准。” 〔14〕 换言之,若环境法制度未能明确公众健康利益的保护

目标,即便严格依法实施,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众健康风险,却无法真正确保其

力度与程度能够达到“保障公众健康”的要求。 低于“保障公众健康”要求的法律即使被

贯彻实施了,也可能会导致出现“达标排放”造成人体健康危害以及“环境保护对抗环境

保护”的监管怪象。〔15〕

(二)公众健康利益的相对优先地位

我国环境立法长期采用“不法行为惩罚” “总行为控制”思路,〔16〕 以环境是否受到污

染为基础与目标,主要对常规污染物进行防治,缺乏对公众健康的直接关注。〔17〕 2015 年

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率先转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18〕 首次在第 2 条明确规定“防

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但公众健康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关系

依然有待明确。
从环境法体系整体的角度来看,公众健康利益具有相较于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他环

境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 首先,健康权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权是二战后兴

起的一项重要人权,正在从国际法向国内法扩展。〔19〕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第 12 条,健康

权已经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项新的社会性人权。 根据联合国专门委员会对该条款的解

释,健康权不仅仅涉及身体健康水准的保养,而且也包含保障健康水准的各种基础性条

件,〔20〕 例如获得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有良好的职业环境与居住环境等。〔21〕 不仅如

此,“健康环境权”是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一部分,已为目前国际人权法的司法实践

所认可。〔22〕 其次,2014 年《环境保护法》第 1 条将“保障公众健康”列为第一项根本目的,

·721·

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吕忠梅:《环境与健康保护:以〈环境保护法〉为起点》,《中国法律》2014 年第 4 期,第 5 页。
David

 

M. Uhlmann,
 

Environmental
 

Law,
 

Public
 

Health,
 

and
 

the
 

Values
 

Conundrum,
 

3
 

Michigan
 

Journal
 

of
 

Environmen-
t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231,
 

237
 

(2014) .
吕忠梅:《消除“环境保护对杭环境保护”:重金属污染人体健康危害的法律监管目标》,《世界环境》2012 年第 6
期,第 36 页。
参见徐祥民:《论我国环境法中的总行为控制制度》,《法学》2015 年第 12 期,第 30 页。
参见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后续研究课题组编著:《〈环境与健康法(学者建议稿)〉条文、理由及立法例》,法
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3 页。
参见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中国法学》2015 年第 6 期,第 126 页。
参见王晨光、饶浩:《国际法中健康权的产生、内涵及实施机制》,《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21 页。
参见陈云良:《健康权的规范构造》,《中国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72 页。
United

 

Nations,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General
 

Comment
 

No. 14,
 

E / C. 12 / 2000 / 4.
参见陈海嵩:《健康环境权之溯源与辨正———司法适用的视角》,《法学论坛》2017 年第 6 期,第 94 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直接目的应当为“保障公众健康”服务,当环

境利用行为影响公众健康时,环境保护的方式与力度应当以公众健康保护为依归。 最后,
《环境保护法》第 5 条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但未直接指明

“保护”的具体内涵。 结合该法第 1 条的“保障公众健康”目的进行体系解释,“保护优先”
应当被解释为包含“健康保护优先”的规范内涵,因而公众健康利益保护具有优先地位。

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注重通过污染防治来保护公众健康。〔23〕 美国

联邦《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要求联邦环境保护署在规制大气污染物之前,必须要

论证大气污染物可能“危害公众健康或福利”。〔24〕 美国联邦司法部依据《清洁空气法》提

起刑事诉讼的最大类别是违反石棉规制要求的行为,因为暴露在具有致癌性石棉纤维的

空气环境中将严重威胁雇员与公众的健康,但此类案件大多不涉及严重的环境损害。〔25〕

《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要求各州制定的水体质量标准致力于保障水体可供人类垂

钓或游泳的功能,而非保护水生生物的健康,对水生生物的保护仅限于确保水生生物满足

人类的安全食用等需求。〔26〕 《资源回收和保护法》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则要求当危险废物具有损害“人体健康与环境”的实质可能性时予以规制,法律条文

将“人体健康”置于“环境”之前表明了健康保障优先的价值立场。〔27〕

优先保护公众健康利益也是当下环境健康危机高发背景下紧缺利益优先原则的必然

要求,即对特定时空下的紧缺利益予以优先保护。〔28〕 据环境保护部统计,“十一五”期间

发生的 232 起较大(Ⅲ级以上)环境事件中,56 起为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事件;37 起环

境事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涉及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就有 19 起。〔29〕 以重金属污染为例,早
在 2006 年就有统计发现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 1200 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超过 200 亿元。〔30〕 遭到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被人体摄入后,导致大量人体健康受损的群

体性事件。 2009 年的一项统计发现,在此前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共发生过重金属污染损

害人体健康案例百余起,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以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为主。〔31〕

其中,陕西省凤翔县、河南省济源市和湖南省武冈市等地发生的 12 起重金属污染事件,致
使 4035 人血铅超标、182 人镉超标,引发 32 起群体性事件,全社会高度关注。 在当下环境

健康危机如此显著的形势下,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优先保障公众健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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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法学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137 页。
参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环发〔2011〕105 号)。
参见陈虹等:《中国环境健康法律分析报告———以 Y 省 H 县 C 公司铅锌矿污染为中心的展开》,载吕忠梅主编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 9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 页。
参见柯屾:《该怎样对重金属污染损害说“不”?》,《环境保护》2009 年第 17 期,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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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健康利益的优先地位是相对优先而非绝对优先,尚存在具体制度

设计中进行利益衡量的空间。 一方面,在宪法秩序下,环境法的制度设计应受比例原则的

约束。 比例原则是指“行为者应当选择有助于正当目的实现的必要手段,并且该手段所

造成的损害同其所促进的利益应当成立比例”。〔32〕 环境法赋予公众健康利益较其他利

益更大的价值权重,但并不改变不同正当利益之间的成比例关系与可权衡本质。 另一方

面,环境法体系本身也未确立绝对优先原则。 虽然《环境保护法》第 5 条规定了保护优先

原则,但同时将保护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环境保护”范畴,环境保护范畴包括污

染防治与自然保护,但不包括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由此可见立法者在处理利益关系上的

理性与克制。〔33〕 也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可能是“保护优先于污染治

理”“保护优先于恢复和改善”,〔34〕 甚至是面对不确定环境风险的“风险防范”。〔35〕

(三)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预防理念

环境法对公众健康利益的优先保护目标需要相应的保护理念与手段。 环境健康风险

的损害后果严重(如癌症与出生缺陷高发)、影响范围大(跨地区、跨流域),但健康损害效

应的显现滞后,使得环境健康问题隐蔽性非常强,但等到健康损害爆发后再来控制为时过

晚。 为此,必须通过源头控制实施风险管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众健康利益保护目标。
现行环境法体系虽未明确将风险预防作为基本原则,但已要求在环境健康风险应对

上秉持风险预防理念。 首先,《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

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首次在环境法律层面使用了“风险”概念,明确表达了环境与

健康法律制度将以风险应对为核心而展开。 其次,在体系解释方面,结合《环境保护法》
第 5 条规定的预防为主原则,可见环境法体系运用预防理念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价值追

求。 再次,在目的解释方面,《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从“保障人体健康”到“保障公众健

康”的转变包含“风险预防”的内涵。 因为相较于强调应对已发生个体损害的“保障人体

健康”,而“保障公众健康”更强调保护尚未发生的群体损害。〔36〕 最后,原环境保护部制

定的《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 2 条规定

“本办法适用于预防和控制”,第 3 条强调“建立和健全以防范健康风险为核心的环境与

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贯彻风险预防理念的逻辑主线非常清楚。
现行环境法体系所确认的健康风险预防理念具有程序性而非实体性的本质。 程序性

风险预防原则与实体性风险预防原则均认可在有确凿证据证明损害存在之前采取规制措

施,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仅要求规制机关先行采取积极措施增进对风险的认识,而后者则

进一步要求规制机关直接采取措施削弱或消除风险。 《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要求国家承

担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的程序性义务,但未规定国家采取实体性措施应对风险的义务。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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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著:《比例原则》,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0 页。
参见汪劲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 页;邓海峰著:《生态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法治问题》,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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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体系在公众健康利益保护上采取程序性的风险预防原则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环境

健康风险具有交互性、广泛存在性、不可逆转性等特征,难以通过目前主要针对常规污染

物的减排措施实现有效控制,必须采取适应环境健康风险特征的应对措施。〔37〕 相较于实

体性的风险预防原则,程序性的风险预防原则在要求规制机关及时采取行动的同时赋予

其发挥专业性、灵活性优势的充分行动空间。
程序性的风险预防原则也具有丰富的域外实践经验。 美国法院通过对联邦环境法的

解释与适用,在一系列司法判例中逐步确立了程序性的风险预防原则。 1975 年 Reserve
 

Mining
 

Company
 

v. EPA 案与 1976 年 Ethyl
 

Corp. v. EPA 案被认为是较早确立风险预防原

则的判例。〔38〕 在这两起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分别面对向水体倾倒铁燧岩尾矿的健康风

险,以及使用含铅汽油的健康风险等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并且最终肯定了禁止继续倾倒

尾矿、限制汽油含铅量等风险规制措施的合法性。〔39〕 虽然采取风险预防的价值立场,但
Ethyl

 

Corp. v. EPA 案的法院并未直接采用实体性的风险预防原则,而是指出风险规制措

施的正当性不能仅仅来源于“预感或者胡乱猜想”,规制机关应当先行开展风险评估。〔40〕

几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苯案中进一步确认了程序性的风险预防原则,要求

联邦规制机关在作出规制决策之前开展定量的风险评估。〔41〕 在此之后,定量的风险评估

逐渐成为有毒物质风险规制决策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环境法体系中的公众健康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环境公共利益的独立价值内涵,

公众健康利益具有相较于其他环境公共利益的相对优先地位,并且应当秉持风险预防理

念开展风险评估以应对环境健康风险。

三　 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的制度融合分析

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价值的追求并不必然导向新制度的建立。 环境法体

系的融贯性要求价值目标与制度规则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证立,为此需优先考虑通过适用

既有法律制度来融合新的价值追求,而非不断地制定或修改法律制度。〔42〕 据此,现行环

境法制度在落实优先预防健康风险价值上的贡献与潜力应当首先得到充分考量,在此基

础上分析现行环境法制度的不足与局限,进而得出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实现体系化融合的

需求所在。
(一)现行环境法制度实施的健康转向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内容丰富的环境法制度体系。 在环境风险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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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应对方面,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税、排污许可、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等制度已得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保护税法》以及

其他环境单行法律的普遍规定。 国务院及其环境行政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也已颁布大量

的配套法规规章细化实施,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突发环境事件管

理办法》等。 这些环境法制度相互联系、功能互补,共同构成行政机关监管污染排放行为

等环境利用行为的法律依据。
随着环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现行环境法制度体系正在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的实施逐

渐实现“健康转向”。 在环境规划制度方面,环境保护部于 2011 年 8 月公布了《国家环境

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全面部署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规划目标、重点领域、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随后在 2012 年针对重金属污染这一环境与

健康工作的重点领域,印发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实施考核办法》及《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标考核细则》。 在环境标准制度方面,环境保护部于 2012 年修

改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对空气含铅量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并提

出了重金属镉、汞、砷、六价铬的参考浓度限值;随后在 2013 年发布了《电池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0484—2013),防控因随意处置废弃电池而引发的环境健康风险。 在执行

机制方面,环境保护部加强重金属污染监测,并通过对发生重大重金属污染及相关群体性

事件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等措施来落实。
在行政机关先行探索的基础上,立法机关也对环境健康问题作出了回应。 虽然环境

健康问题是 2014 年《环境保护法》修改时的热点问题,但最终通过时增加的第 39 条仅对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未能具体规定政府、企业、公众等相关主体的权

利义务。 由此可见,立法者并未针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构建独立的制度体系,而是继续采

用已有的制度工具与实施机制,通过融合健康优先与风险预防理念,拓展既有制度的环境健

康风险预防功能。 2018 年环境保护部依据该条发布《试行办法》,继续采用这一制度融合模

式。 在“环境健康风险防控”一章中,《试行办法》首先要求“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日常环

境管理业务相结合”以“落实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进而具体规定如何在排污许可、环境标

准等制度中结合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实现相关行政监管决策的健康转向与风险转型。

(二)现行环境法制度与健康保护价值的割裂

在现行环境法制度的实施中融合健康优先与风险预防价值固然可欲,但其前提是两

者存在融合的基础。 虽然现行环境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重视公众健康利益保护,但其内

在的规制理念、模式与结构与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价值相互割裂,致使法律实施过程中

的健康转向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规制理念方面,现行环境法制度未能给予公众健康利益价值应有的优先考量。

一方面,环境公共利益相较于经济发展利益的优先地位有待落实。〔43〕 长期以来,“环境

标准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原则对标准制定的刚性约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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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见吕忠梅:《中国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的成因与对策》,《前进论坛》2011 年第 9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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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44〕 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将“公众健康”作为大气环境质

量标准与土壤风险管控标准制定的考量因素,但依然未明确其相较于经济技术可行性具

有优先性;《环境保护法》与其他环境单行法则尚未要求在制定环境标准时将公众健康纳

入考量,导致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缺乏应有的价值指引。 另一方面,在环境公共利益内

部,公众健康利益价值的优先地位尚需凸显,尚需“从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转变成对人的

环境权利———首先表现为生命健康权的关注”。〔45〕 《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土壤污染防治

法》不仅要求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与土壤风险管控标准时考虑健康风险,而且要求以

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或以生态风险为考量因素,未指明公众健康利益保护与生态环境本

身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难以有效避免“见环境不见人”的情形。
在规制模式方面,现行环境法制度缺乏预防环境健康风险所需的“整合性管理”模

式。 建构于还原论之上的法律制度未能有效因应环境健康问题的特质,导致“污染控制”
的规制模式主要围绕“达标排放”与“总量控制”开展工作,对环境健康风险的整体性考虑

不足。〔46〕 有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需要充分考虑污染物在不同环境要素之间的转移,对针

对不同环境要素的污染排放行为实施整合性控制。 如土壤污染具有典型的被动承受性,
主要来自于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的转移,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因向地表沉降而得到

稀释的同时,地表土壤的污染物浓度则会因之而上升,因此土壤环境质量的维护需要协同

各环境要素的相关排放标准加以综合控制。 但现行大气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只关注大气

环境和水环境本身的环境质量标准,很少考虑是否影响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实现。 在实

践中,金属冶炼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是导致土壤铅污染的主要原因,然而可适用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标准的制定依据都是《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而非《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基本没有考虑大气污染物排放行为对土壤环境质量

的影响,导致“排放达标、血铅超标”的悖论。
在规制结构方面,现行环境法制度体系的“目标—手段—执行机制”结构不够清晰,

各项制度未能协调配合实现公众健康利益保护的目标。 一方面,作为规制手段的环境法

制度与规制目标的衔接不足。 作为直接约束污染排放行为的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

存在落后环境健康风险预防的实践需求、对污染的跨要素转移关注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导
致污染物排放逐步达标与环境质量日益恶化这一强烈反差在现实中普遍存在。〔47〕 虽然

《环境保护法》要求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但环境质量标准

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约束方式与效力有待明确,实践中环境质量标准已被修改但污染物

排放标准迟迟未动的现象并不鲜见。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同样存在缺乏公众健康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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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参见陈虹等:《中国环境健康法律分析报告———以 Y 省 H 县 C 公司铅锌矿污染为中心的展开》,载吕忠梅主编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 9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9 页。
吕忠梅、刘超:《环境标准的规制能力再造———以对健康的保障为中心》,《时代法学》2008 年第 4 期,第 14 页。
参见李挚萍:《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法制转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
第 122 页。
参见董正爱、袁明:《环境健康风险视域下环境标准的理性反思与规范》,《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第 137-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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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48〕 另一方面,作为执行机制的环境法制度难以有效保障规制手段的落实。 尽管

部分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限制影响公众健康的特定污染物,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等制度

未能在执行环节贯彻落实。 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有

组织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设置了限值,但部分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中没有包括铅、
锌等重金属控制目标,只有烟尘排放的浓度控制,多年来环境执法部门对企业的监测也只

限于烟尘浓度,没有监测其大气污染物排放中的重金属含量。〔49〕

(三)环境法典融合制度与价值的体系化需求

现行环境法制度与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的割裂需要通过立法走向融合。 由于

环境健康风险的普遍性,现行环境法制度面临的局限难以通过局部的单行立法实现突破,
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设计专门的环境健康条款,在规制理念、模式、结构等方面实

现制度与价值的体系化融合。
在规制理念方面,环境健康条款应当秉持健康保护优先与风险预防理念。 由于环境

健康问题的风险发生交互性、因果关联不确定性、风险的泛在性、危害后果不可逆性等特

征,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环境规制的特殊性,难以通过现行环境法制

度实施过程中的健康转向来实现。 环境健康条款必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最高目标,对所

有可能损害公众健康的环境利用行为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因此,环境健康条款属于

“风险管理型”法律规范,不拘泥于传统环境法“事后救济” “危机应对”的立法理念,而应

遵循健康优先与风险预防原则来构建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法律制度体系。
在规制模式方面,环境健康条款应当按照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的需求来整合针对不同

污染排放行为的规制工具,并及时调整规制工具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 针对特定环境

要素制定污染防治法律规范是各国环境法的普遍做法,如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

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 除按照环境要素划分之外,现行污染防治法还有按

照不同污染物质来源划分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核安全

法》等,以及按照不同行业类型划分的《农业法》《畜牧法》《渔业法》等。 这种“分类规制+
一般标准”的调整方式难以充分考量公众健康利益的整体性需要,〔50〕 也不利于节约行政

成本。〔51〕 为此,需要建立整合性的环境健康管理制度,要求环境利用行为人以最小化公

众健康风险的方式履行环境法律义务,并授权行政机关按照公众健康利益的整体需要调

整对各类环境利用行为的规范手段与规范强度。 同时,改革与创新现行的环境监测制度

等监管执法制度,赋予行政机关对各类环境利用行为进行综合监测、动态监测的职权与职

责,使得行政机关能够时刻掌握公众健康风险的整体状况,从而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调整行

为主体的具体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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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参见韩利琳、王斌:《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研究》,《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参见陈虹等:《中国环境健康法律分析报告———以 Y 省 H 县 C 公司铅锌矿污染为中心的展开》,载吕忠梅主编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 9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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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制结构方面,环境健康条款应当将风险评估与管理程序融入以“目标—手段—
执行机制”为逻辑主线的规制结构之中。 在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环境健康条款应当要求行政机关评估特征污染物导致人群健康危害的风险变化,
基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作出规制目标设置、规制手段选择、执行机制设计等方面的风

险管理决策,从而实现面上的污染防治与点上的健康风险管理的有机结合。 换言之,环境

健康条款应建立包含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和风险交流在内的全过程环境健康风

险管理体系,要求从重点区域流域、重点行业和重点污染物入手进行风险识别与风险评

估,进而将风险评估结果应用于环境质量标准等规制目标,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

价等规制手段,以及排污许可等执行机制的相关监管决策之中。
由前文分析可见,环境健康风险的优先预防需要现行环境法制度的系统更新。 虽然

环境健康专门立法可以集中表达规制理念与模式的“健康转向”,但规制结构的整体变革

尚需环境单行法的逐步修改,立法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 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

护法》则因规范内容、体系效力、模式定位等方面的固有局限,难以实际发挥统领各环境

单行法的体系化功能。〔52〕 相较而言,当下的环境法典编纂为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

的体系化表达提供了宝贵契机,实现公众健康利益保护价值与环境法制度的全面融合。

四　 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的法典化表达

为充分表达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环境法典的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点建立两项

制度:一是分类确定保护级别制度,主要确定需要优先保护的特定区域与特定人群,以及

需要相应地优先防范的特定污染物,从而实现对公众健康利益的优先保护;二是全过程风

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将风险预防理念融入既有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之中。 环

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采用“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的结构,实现优先预

防健康风险价值的体系化表达。

(一)健康优先原则下的分类定保护级别制度

环境健康风险无处不在,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面临的风险大小不同,不应同等对待。
不加区分地同等对待不同风险不仅不利于有限监管资源的高效配置,也不利于公众健康

利益的最大化。 依据公众健康利益的相对优先地位,环境健康条款应当要求对不同风险

进行分级管理,优先对较高保护级别的领域进行风险评估,并针对不同级别风险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从而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 现行《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以及配套的《试

行办法》未能规定优先保护领域风险分级制度,亟需通过环境健康条款来加以规定,主要

包括以下两方面:
其一,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面临的环境健康风险大小决定优先保护级别。 环境健康

风险的大小并不由特定污染物本身直接决定,至少还取决于特定人群对特定污染物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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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程度,以及特定人群接触特定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等。 若特定人群对特定污染物不敏感

甚至完全“免疫”,即使特定污染物本身的毒性很强,也无需对该污染物严加防范。 同样

地,若特定人群没有机会或只有非常微小的机会接触特定污染物,即使特定人群对特定污

染物高度敏感,也无需提高对该污染物的有限防范级别。 为此,韩国《环境健康法》(Envi-
ronmental

 

Health
 

Law)第 4 条要求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优先保护暴露在环境风险因子中的

儿童等易感人群,以及在环境严重恶化地区的居民;〔53〕 美国环境保护署也把儿童环境健

康风险作为风险管控重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技术规范。〔54〕 环境健康条款应当借鉴国

际经验,优先保护高风险人群与区域,而非不加区分地对所有风险一视同仁。
其二,依据优先保护级别确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在确定优先保护领域后,需要在

风险评估与管理的过程中将其纳入考量,并最终影响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方面的规制决策。 为此,韩国《环境健康法》专设第四章对儿童

活动区域的风险管理、儿童产品中风险物质的控制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要求环境部建立与

公布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环境风险因子毒性的数据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质量标准

等环境标准大多直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或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已有规定,未能根据

我国人群对特定污染物的敏感程度、暴露途径等方面的不同,对环境标准作出必要的本土

化与差别化调整。〔55〕 2018 年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率先做出了突破,该法第 12 条规

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

水平,并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其中,“根据公众健康风险”与

“并按照土地用途”的表述表明立法者已经考虑到与不同土地用途相关联的公众健康风

险差异,但需要更加明确地纳入对特定人群的风险考量,从特定人群的风险预防需要来反

推风险管控标准,以免遗漏前述的“儿童在操场、教室等生活区域通过手、口接触摄入重

金属”等情形。

(二)风险预防理念下的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在构建优先保护领域风险分级制度的基础上,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应成为

落实风险预防理念的核心内容,贯穿既有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全面嵌入环

境标准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排污许可审批、环境监测调查等行政监管过程之中。 在

逻辑上,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制度共同构成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完整链条。〔56〕

1. 风险评估:风险大小的事实判断

风险评估关注人类行为造成公众健康损害的风险大小,其本质是回答“安全面临什

么威胁”“哪些行为需要规制”的事实判断问题。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是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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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参见朱炳成:《韩国环境健康法律规制及其借鉴意义》,载汪劲、王社坤主编《生态环境监管改革与环境法治》,中
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9 年版,第 247 页。
参见吕忠梅、黄凯:《论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载孙佑海主

编《北洋法学评论》(第一卷),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4 页。
参见吕忠梅:《控制环境与健康风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环境保护》2016 年第 24 期,第 24 页。
虽然美国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将风险沟通作为一个独立环节,但风险沟通本质上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See

 

Robert
 

V. Perciva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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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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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6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9,
 

p. 182.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污染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定量描述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风险,估计特定环

境条件下的化学或物理因子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及其程度的大小。〔57〕

在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整体框架中,风险评估的功能定位是证明特定污染源带来的

健康风险已达到临界值,需要予以规制。 美国环境法根据规制领域的不同,对触发规制的

风险临界值及其证明标准作出了不同规定。 例如,《清洁空气法》最初要求联邦环境保护

署在对燃油添加剂设定控制标准之前,证明“将会危及”公众健康,后考虑到风险因不确

定性而难以确证,改为“有合理的预期认为可能危及”公众健康。〔58〕 《清洁水法》要求规

制机关在针对排入地表水体的有毒污染物设置排放标准之前,证明特定水污染物对公众

健康与福利构成“可识别的影响”。〔59〕 《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要

求规制机关在采取禁止生产流通、强制检测、事前备案等规制措施之前,证明“有合理依

据认为”特定有毒物质“构成或将会构成”对人体健康或环境的“不合理损害风险”。〔60〕

为证明风险大小是否达到临界值,风险评估需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损害后果的严

重性进行综合判断。 在 Ethyl
 

Corp. v. EPA 案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认为风险的大小取决

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61〕 即使某种环境污染行为引发健康风险的

可能性很小,但只要损害后果的严重性足够大,依然可能满足出发规制措施所需的风险临

界值。〔62〕 风险评估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风险源识别、剂量效应评估、暴露评估、风险

描述。〔63〕 其中前两个步骤主要回答当人体暴露特定污染物到特定水平时,特定污染物是

否有害及其有害程度。 第三个步骤则回答人体暴露特定污染物的实际水平。 两者共同构

成第四步骤对特定污染物带来的健康风险的完整描述。 环境中污染物质的类型、数量和

浓度变化,或者受影响人群的构成与分布变化,均会导致环境健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损

害后果的严重性发生变化,满足风险临界值,从而触发后续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
对于风险评估,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虽然要求建立健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

度,但未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职责,更未明确触发预防和控制措施

的风险临界值,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在风险临界值达成后采取规制措施的职责。 《试行办

法》虽然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的风险评估职责,但将《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的后半句解释

为生态环境部门的组织研究义务而非风险规制义务,仅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研究,加强对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及风险评估结果的应用”。 不仅

如此,虽然《试行办法》规定“环境健康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应提出针对性的风险防控

对策措施”,但“可接受水平”的表述过于模糊,缺乏实质的价值指引与约束,难以像前述

美国环境法所规定的风险临界值及其证明标准那样有效地约束与指引生态环境部门的裁

·631·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5 期

〔57〕
〔58〕
〔59〕
〔60〕
〔61〕
〔62〕
〔63〕

参见吕忠梅:《中国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的成因与对策》,《前进论坛》2011 年第 9 期,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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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为此,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可借鉴美国经验,以公众健康影响为核心规定触发规制

的风险临界值及其证明标准。
2. 风险管理:风险应对的价值权衡

通过风险评估证明特定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需要规制之后,风险管理旨在进一步确

定风险规制应当实现的目标与所需达到的程度。 风险管理关注风险的可接受性以及需要

在多大程度上消除风险,其本质是回答“多安全才够安全”以及“规制行为到什么程度”的

价值判断问题,权衡风险规制所追求的公众健康利益价值与被规制行为本身所服务的价

值。 根据价值权衡的不同倾向,美国环境法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基于健康风险的方式、
基于可行性的方式以及基于成本效益权衡的方式。〔64〕

首先,基于健康风险的方式仅考虑防范健康风险的需要,而不考虑技术可行性或者成

本。 如《清洁空气法》 要求全国空气质量标准为 “ 公众健康保护留下足够的安全余

地”。〔65〕 但仅考虑防范健康风险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健康风险降为零。 美国环境法

仅在极少数情形下要求通过规制将风险降为零,如《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的德莱尼条款(Delaney
 

Clause)被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解释为

完全禁止使用任何会导致癌症的食品添加剂,包括被认为仅有微小风险(数亿分之一或

数百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的添加剂。〔66〕 在多数情形下,美国环境法允许剩余风险或微

小风险,规制机关可以运用比较风险评估法,类比日常生活中人们广泛接受且自愿从事的

风险活动(如坐飞机)来确定风险的大小。〔67〕 如 1990 年修改前的《清洁空气法》要求对

危险大气污染物的规制应当为“公众健康保护留下充分的安全余地”,美国联邦巡回法院

认为“充分的安全余地”依然没有要求零风险,而是允许可接受风险;联邦环境保护署必须

先决定公众健康利益所需的安全排放水平,然后再结合成本与可行性确定何谓“充分的安

全余地”。〔68〕 按照法院的要求,联邦环境保护署提出了个案判定、每年一例癌症(不论总

人口多少)、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等四种方式来确定符合可接受风险的具体内涵。〔69〕

第二,基于可行性的方式将规制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也纳入考虑。 规制机关不仅

要考虑防范健康风险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当前的污染防治技术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或能够

达到规制要求。 如《清洁水法》要求“先制定基于健康的水质量标准,再采用最佳可得技

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来控制排放”。 《清洁空气法》则按照污染源所在地是否满足

空气质量标准、污染源是否新建规定了由严到松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对未达标地区新

建污染源的最低可实现排放标准(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
 

rate,LAER)、对未达标地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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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王立德:《环境健康与法律:美国经验借鉴》,杨晨曦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第 4 期,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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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污染源的合理可行控制技术( reasonable
 

achievable
 

control
 

tech,RACT)、对达标地区新

建污染源的最佳可得控制技术(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BACT)等。 即使技术允许,规制

机关还要考虑经济可行性。 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职业安全与健康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在规制工作场所有毒物质时所用的“有能力做到、执行或实现”表述

不仅要求考虑技术可行性,也要求规制机关考虑技术的采用不会危及整个产业的生存或

竞争力,但可以导致产业中部分落后企业的淘汰。〔70〕

第三,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方式则进一步要求规制机关考虑环境健康等方面的规制

收益与规制成本之间的平衡。〔71〕 规制成本一般包括受规制者采取符合规制要求的污染

防治措施所需投入的资本与运营费用,规制收益则主要包括防止的生命健康损害、生态环

境损害等。 《有毒物质控制法》是美国环境法采用成本收益权衡方式的典型立法,该法要

求美国环境保护署在规制有毒物质时,不仅要调查有毒物质对公众健康与环境的影响,还
要考虑有毒物质各种用途带来的收益、替代物质的可得性,以及规制导致的“可合理确定

的经济后果”。〔72〕 在具体实施成本收益权衡时,美国环境法普遍采用定量风险分析方法,
识别各种成本与收益要素并进行量化,进而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大小。

相较于美国环境法对价值权衡模式的明确表述,我国环境法缺乏对行政机关实施风

险管理活动的价值指引。 如《环境保护法》法第 15 条授权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未对行政机关如何权衡公众健康利益价值与被规制行为本身所服务

的价值作出任何约束与指引。 2015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明确规定在制定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时纳入对公众健康利益的考量,要求“以保障公众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其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表述排除了基于健康风险的

方式,但未明确应采基于可行性的方式还是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方式。 相较而言,《环境

保护法》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在污染排放标准的制定上都明确采用基于技术可行性的规

制模式,要求规制机关考虑“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但依然未明确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与“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之间的优先关系以及后者的具体内涵,应
当依据由高到低的健康优先级别分别采用“最低可实现排放标准”“合理可行控制技术”“最
佳可得控制技术”等不同模式。 为此,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需明确规制机关在管理环境

健康风险时应当采取的价值权衡模式,限制规制机关在重大价值判断上的自由裁量空间。

(三)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的总分结构

为实现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的体系化表达,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采用

“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的规范结构。 在五编制结构下,〔73〕 公众健康利益保

护不只是污染防治编的任务,也是自然生态保护编的野生动物保护、生物技术安全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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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绿色低碳发展编的绿色生产消费、应对气候变化部分的使命,因而具有提取共通性规定

至总则的正当性基础。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理念融合既有环境法制度的任务也要求环境健

康条款具有总则位阶,否则难以有效地综合协调总则中的各项环境法基本制度,也无法统

辖分则中的各项环境法特别制度。 总则环境健康条款应当提供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共通

性规定,包括公众健康利益相对优先、环境健康风险预防等基本原则,以及前述的分类确

定保护级别、风险评估与管理等基本制度。 总则环境健康条款需综合协调现行环境法的

“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借助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排
污许可、环境监测等相关环境法制度体现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

在此基础上,环境法典分则的环境健康条款构成环境健康立法的特别法部分。 在特

定的环境保护领域,环境健康风险优先预防价值尤其凸显,或者存在一般法规制不足的特

殊性问题,需要制定特别法予以调整。 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即为典例。 该法在第 3 条

规定了“风险管控”原则,在第 12 条规定环境风险包括公众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并建立

了风险管控标准制度,并第四章专门对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与修复”做了规定。 环境法

典污染控制编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部分应当删去总则环境健康条款已经规定的基本原则与

基本制度,只需规定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特殊性问题。 例如,考虑到土壤污染损害后果的

不可逆性较强、土壤承受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转移较多等,土壤污染的健康风险预防尤其

需要加强源头控制与跨要素综合管理。 其余污染防治法同样如此。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 78 条与《水污染防治法》第 32 条分别规定了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名录制度及

其公众健康风险、预警、监测、评估与管理制度。 在总则环境健康条款对有毒有害污染物

的公众健康风险作出一般性规定之后,分则的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部分应当删去

重复性规定,仅需保留体现该领域特殊性的规定。

五　 结 论
    

随着对环境健康损害的认识逐渐加深,现行环境法体系正在确立公众健康利益保护

的独立价值追求。 根据健康权的基本人权地位以及环境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公众健康利

益较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他环境公共利益处于相对优先地位,并且需要秉持风险预防理

念开展风险评估以应对环境健康风险。 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价值的追求并不

必然导向新制度的建立,现行环境法制度正在通过行政监管逐渐实现“健康转向”,但因

固有局限而未能给予公众健康利益应有的优先考量、不具备预防风险所需的“整合性管

理”模式以及缺乏协调统一的“目标—手段—执行机制”结构。 由于环境健康风险的普遍

性,现行环境法制度面临的局限难以通过单行立法实现突破,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

设计专门的环境健康条款,在规制理念、模式、结构等方面实现制度与价值的体系化融合。
环境法典的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点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分类定保护级别制度,确定需要优

先保护的特定区域与特定人群,以及需要相应地优先防范的特定污染物;二是全过程风险

评估与管理制度,将风险预防理念融入既有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之中。 环境

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采用“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的结构,实现优先预防

健康风险价值的体系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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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fy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bstrac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refers
 

to
 

the
 

kind
 

of
 

risk
 

that
 

human
 

activities
 

or
 

natural
 

activities
 

act
 

on
 

environmental
 

media,
 

cause
 

pollutants
 

or
 

other
 

hazardous
 

substances
 

to
 

transform
 

and
 

migrate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into
 

human
 

bodies,
 

and
 

ultimately
 

harm
 

public
 

health.
 

Currently,
 

policy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re
 

triggering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achieve
 

systematic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system.
 

Not
 

only
 

the
 

potential
 

conflict
 

be-
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iversal,
 

but
 

also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is
 

not
 

always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t-
self.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norms
 

will
 

inevitably
 

be
 

faced
 

with
 

the
 

weighing
 

of
 

different
 

interests.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in
 

2014,
 

the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in
 

its
 

pursuit
 

of
 

the
 

value
 

of
 

priori-
tizing

 

the
 

prevention
 

of
 

health
 

risks,
 

including
 

the
 

relative
 

priority
 

of
 

public
 

health
 

interests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precau-
tionary

 

principle
 

in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The
 

value
 

pursuit
 

of
 

prioritizing
 

health
 

risk
 

preven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regulatory
 

system.
 

Pri-
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value
 

pursuit
 

into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ys-
tem.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however,
 

does
 

not
 

give
 

clear
 

priority
 

to
 

the
 

value
 

of
 

public
 

health
 

interests,
 

lacks
 

an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
mental

 

health
 

risks,
 

and
 

fails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and
 

harmonized
 

“ goal-instrument-en-
forcement”

 

regulatory
 

structure.
 

As
 

a
 

result,
 

it
 

faces
 

insurmountable
 

limitations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priority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the
 

value
 

and
 

the
 

legal
 

sys-
tem.

 

In
 

order
 

to
 

fully
 

express
 

the
 

value
 

of
 

prioritizing
 

health
 

risk
 

prevention,
 

the
 

environmental
 

code
 

should
 

first
 

establish
 

a
 

risk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priority
 

areas,
 

identifying
 

special
 

areas
 

and
 

populations
 

to
 

be
 

prioritized
 

for
 

protection
 

and
 

special
 

pollutants
 

to
 

be
 

prioritized
 

for
 

risk
 

prevention;
 

and
 

then
 

establish
 

a
 

whole-process
 

system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risk
 

prevention
 

into
 

the
 

existing
 

“ends
 

-
 

means
 

-
 

enforcement”
 

regulato-
ry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health
 

provisions
 

should
 

adopt
 

a
 

structure
 

of
 

“general
 

provisions
 

+
 

special
 

provisions”
 

to
 

realize
 

the
 

systematic
 

expression
 

of
 

the
 

value
 

of
 

prioritizing
 

the
 

prevention
 

of
 

health
 

risks
 

in
 

the
 

environmental
 

field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ture
 

and
 

ecolo-
gy

 

protection,
 

an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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